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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雇农工会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织现象，是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

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践。雇农工会经历了理论准备与实践探索、初步建立与缓慢发展、快速发展与消亡等历

史时期。雇农工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构建了工会的三维合法性基础，即意

识形态合法性、组织形态合法性和革命行动合法性。雇农工会工作与城市工会工作共同构成中共领导下工会工

作的“一体两面”，统一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治理基础，同时也为当前背景下

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工会工作提供了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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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工会，又称雇工工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农村中组织的，以农业

工人（雇农或雇工）为基本成分的工会组织 [1]39。雇农工会是中共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织现象，

是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践。学界对这一现象关注不多，

现有研究多围绕雇农工会的成立发展 [2]、性质和作用 [3]、内部建设与活动开展 [4] 等展开，但在其

演变历程、实践价值等方面仍存在研究空间。全面探析雇农工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助于理解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共领导工会的发展历程与实践意义。

一、理论准备与实践探索期

雇农是指完全没有土地和工具或只有极少的土地和工具，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

业劳动者，是农民中的无产阶级 [1]10。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活动中已经注意到雇农这一群体。

（一）理论前提：雇农——农业“无产阶级”的存在

1923 年 7 月，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农民占全中国人口 70% 以上，“我们

应感其重要”。他按经济地位将地主与农民分为 10 等，雇工是第十等，属于农业无产阶级 [5]423，

提出可以通过农会、乡自治公所、佃农协会、雇农协会等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其中雇农协会“以

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5]430。同年 12 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

认为，“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5]498。1924 年 1 月，邓中夏在《中国农民状况

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指出，在组织方面，农民运动最要紧的是组织农会（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

这样“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6]。1924 年 7 月，肖楚女在《中国的农民问题》中提出，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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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指导下推行农民自治，组织农会、乡村自治公所、电工和“雇农公会”等，使佃农和雇农

们能以阶级的觉悟和地主们抗争 [7]27。1925 年 12 月，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中指出，“当估量

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部分”[7]42，“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 [7]50。

1925 年 10 月，澎湃在《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自己连工具都

没有”的雇农与自耕农合计约占农民的 20% [8]105-106。1925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分析》中指出，“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

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9]。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关注农民群体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经

济地位出发分析其阶级属性与作用，并形成两个“共识性判断”：一是农民阶级人数众多，蕴含

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二是农民内部存在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在经济地位、经济条件与生活状况

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判断给中共的革命行动带来积极影响：一是农民阶级受农村资本的剥削，

雇农等群体在经济地位等方面与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相似性，这为工农联盟奠定了基础；

二是农民内部不同阶层的革命意愿存在差异，雇农等群体革命意愿更为强烈，成为中共革命动员

的目标群体；三是农民阶层分散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定的“组织真空”。这也为

中共推进农民组织化提供了现实条件。

对雇农群体的认知也体现在中共一系列文件中。1921 年 6 月，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

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出，农业工人即雇农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缺乏阶级自我意识，但是他

们必将同工人群众一起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斗争 [10]。1922年 7月，中共二大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

并接受加入第三国际的全部条件，其中第五个条件表明，革命需要“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

极贫的农人）”[11]69。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列宁

主义通过共产国际实现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构建，强化了对中共的组织领导。中共二大宣言指出，

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佃户和农业雇工等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 [11]113。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便是在农

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 [11]358。这为雇农工会的组织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前提。

（二）实践基础：早期农民运动的开展

在革命早期，实现对工会组织的领导是中共面临的重要议题。1924 年 5 月，中共扩大执行委

员会通过《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和工会运动“有思想上的联结”，工会要在日常斗争

中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党和工会的组织联结，“应该经过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这种党的小组，

直接受党的某一个机关指导”[11]237。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

出 “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 [11]381。一个集政治、思想与组织等

功能于一体的党团制度开始建立，并作为一个重要举措被写入中共的组织体系以及党章等文件中，

中共对工会工作领导的权威性与规范性进一步得以确立。这一领导体制与机制在雇农工会的发展

中得到贯彻和落实。

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同时，一些共产党人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农民运动，并取得一定成效，

如浙江衙前农民运动、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农民运动。雇农的组织化是

农民运动的重要方面，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农民协会。1923 年，海丰县农会关于会员成分的调查显示，

雇农会员占 10% [12]。此外，中共在湖南平江三眼桥等地也组建了雇农工会。

这一时期，中共在理论与实践上对雇农及其组织化作了一些初步思考与探索，认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关于农民阶级作用的分析，把雇农视为中国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在农村局部地区有一些

自发性的组织化实践行动，为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一时期中共的革命行

动主要集中在城市，雇农的组织化工作并未引起中共足够重视，其在雇农组织化的理论准备与实

践等方面也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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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农工会的初步建立与缓慢发展期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摧残。1927 年 8 月，中共召开紧急会议，

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标志着中共的革命重心开始从城市向农村

转移，同时中共城市革命经验的适用性也开始受到挑战。第一，革命依靠力量由以工人为主向以

农民为主转变。1927 年 6 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无地的佃农、雇农、游民占农民总数的 55% [7]142。

虽然雇农在经济地位上与城市工人具有相似性，但是其也具有区域分散、思想保守等特点，与具

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城市工人有很大不同。第二，革命场域由较为发达的城市向生产力水平

低的农村地区转变。由于革命形势严峻，中共在很多农村地区并未开展充分扎实的群众工作，而

是迅速、强势嵌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经济文化体系中。共产党人陌生的面孔、外来的意识形

态文化以及新生的中共组织与农村传统宗族与文化之间的张力开始凸显。因此，中共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作为革命立身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于是，雇农进一步进入中共的决策视野。“工会”

成为实现雇农组织化的载体，雇农群体的性质、作用、地位以及工会组建等问题在共产国际、中

共与工会的互动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一）革命形势和共产国际对建立雇农工会的推动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共迅即作出指示，确保中共对工会等群团的领导，这为在农村开展

革命工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八七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工会应当迅速建立党团 [13]136。 
11月，中央常委会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提出 “党应当建立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

使支部在工人群众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吸引广大的非党的群众加入工会”[13]149。这些要求明确了

中共与工会等其他群团组织的关系，有助于中共吸纳非党员群众与工会团体，迅速壮大革命力量。

随着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中国的雇农问题，并对中共作出指示。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

国革命的特性在各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不平衡的”，“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

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份”，并强调“现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14]759-760。 
这一指示提高了中共对雇农问题的关切，雇农组织化问题立即进入中共决策视野。1928年 4月，

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决定把建立城市乡村的群众组织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并要求在

苏维埃政权的乡村中“应组织雇农工会”[14]175。同年 7 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多份决议案分析并强

调了雇农工会的重要性。《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国农民阶级分化形成农民资产阶级（富农）、

农村无产阶级，“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 [14]351。《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

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组织并领导其阶级斗争“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

中的急要的任务”[14]358。《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应组织雇农工会，

同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但须保存其独立的组织” [14]382，“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 [14]383。

1929 年 2 月，全总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苏兆征在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时所作的报告中也坦承，

“从前工农联合的口号没有效果，就是因农村工人没有组织”[15]132-133。这表明，组织雇农工会已

经成为共识，中共开始以中央的名义推动雇农工会的组建。

在持续关注中国革命农村问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错误做法给予了批评。1929年 6月，

共产国际给中共写信明确反对“联合富农”的策略，并指出，“目前在全党之当前的任务是要发

展农村无产阶级运动与联合农村贫民群众”[16]695，“要使农民群众绕围着党的周围，绕围着党之

一切基本的及部分的口号，则必要加强农民的组织”[16]697。同年 8 月，中共召开会议表示完全接

受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坚决纠正以往的错误认识。“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16]453， “党应极

力发展雇农独立的组织”[16]454，建立雇农工会“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放松”[1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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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把“开始发展和建立农村的工人运动，

建立工会组织”列为党的十项中心任务之一 [16]296，并专门设有“农村工人运动”部分。决议承认，“农

村的工人运动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来进行”，农村中的广大群众有二千余万 [16]308。上述决议的思

想开始体现在中共的革命工作中。同年 7 月，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发言中指出，

殖民地农民的分化“帮助贫农和农村无产阶级，使之更接近于城市无产阶级”，“我们应该努力

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使之成为独立力量”[17]。同月，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闽西第一

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也指出，党在闽西斗争中应“从工人及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在赤色区域农村中的雇农及手工业工人应该组织工会”[18]。

（二）中共对雇农认识的不断深化和雇农工会的组建

上述决议精神也很快进入工会体系中。1929 年 11 月，五次劳大通过《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

指出组织问题成为最迫切而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 [19]337，“农村雇工的组织，再不能延迟……全总

及各地工会应立即派有组织能力的人，到农村中去发展组织”[19]343。大会通过《农村工人工作大

纲决议案》，这是第一个聚焦农村工人主题并对其进行全面阐述的文件。决议案提出：首先，在

阶级力量上，两千多万的农村工人与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都是构成中国整个无产阶级的

力量，成为中国革命中强有力的领导者”，农村工人最主要的是广大雇农。其次，在阶级地位上，

雇农是被直接剥削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与工业无产阶级一样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只是

生产方式不同，因此，“他是无产阶级之一部” 。由于“阶级意识比较明显”“阶级觉悟比较敏锐”“私

有观念比较薄弱”等原因，雇工接近于无产阶级 [19]363。最后，在领导地位上，“无产阶级在目前

革命阶段欲巩固他对于农民领导地位，只有经过农村无产阶级——雇工” [19]364。决议起到了统一

工会干部思想与认识的作用，推进了雇农工会的组建工作。

1929 年 12 月，全总通过《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大纲》，对苏区工会根本路线、工作任务、工

会生活、组织系统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是第一个全面指导苏区工会运动的工作文件。大纲

指出，“要发挥无产阶级在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就是动员这些区域的城市工人和乡村的广

大雇工群众，加入工会”[15]350。“乡村中广大的雇农群众是没有组织的”[15]350，尽管“一般雇工还

有很深的农民意识”，但是“要认清雇农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要把他们从农民中划分出来，组

织雇农的独立的阶级工会”[15]352。一些苏区着力推进雇农工会组建工作。例如，1930 年 6 月，湖

北大冶苏区成立后着手组建赤色工会，包括雇农工会等。同年 7 月，沔阳苏区的区、乡建立了店

员工会、雇农工会等。8 月，湖北襄阳县雇农工会成立。1931 年 10 月，湘鄂西省总工会给全总的

报告显示，沔阳县工会会员有 3987 人，其中雇农 1903 人。

随着苏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对雇农工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第一，

高度警惕农民意识对中共的影响，确保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1929 年 7 月，《中央给鄂东北

特委的指示信》指出，鄂东北党的工作精神“在原则上应该由单纯的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思

想上的领导……要教育农民，领导农民，而不是要随着农民意识的发展”[16]365。第二，通过党团

的形式加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党在群众组织中的活动，是经过自己的党团，取得群众之自愿

的信仰，才能取领导作用。”[16]378 第三，雇农是中共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1929 年 12 月，《中

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指出，“雇农是党在乡村中的无产阶级

基础，党的发展应向着雇农贫农” [16]557。第四，建立和发展雇农工会有助于扩大党员队伍。党组

织的发展与雇农工会有密切联系，“扩大党的组织必须加紧发展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

群众组织”[16]559。基于这样的认识，1930 年 2 月，中共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

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提出，把“发展雇农工会”作为任务之一。同年 3 月，《中央通告第

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则强调，各级党部在农村中注意“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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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分子入党，改造党的组织”[13]319。

在工会工作过程中，全总也在推进工作制度创新。1930 年 2 月，全总发布了《中华全国总工

会特派员条例》《中华全国总工会巡视员条例》两个重要文件。特派员是“全总为建立重要区域

之工会组织及指导工作之必要”确定的 [15]433，采取驻留某地的工作形式，其主要职责包括工会组建、

召集工作会议、指导斗争、教育工人、训练干部等。巡视员是“全总为考察各地工人状况及考察

并指导该地下级工会的组织和工作之必要”确定的 [15]434，采取定期巡视的工作方式，其主要职责

包括考察工人状况与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考察工会组织与工作状况、召集工作会议、讨论斗争策

略等。在工会干部缺乏、交通通讯不便的条件下，这两个制度有助于将组织意志迅速输入到地方

基层，加强全总对地方工会的指导，弥补地方工会力量的不足，提升基层工会的工作能力。

雇农工会关系着中共在农村根据地的阶级基础。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一直十分关注中国

雇农工会问题，中共、全总与它们也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按其指示要求开展工作。

1930 年 3 月，全总通过《目前政治的形势与工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建立雇农工会“是与

农民联合的最重要关键，是目前中心工作” [15]490。但是，雇农工会的组织与会员发展却不甚理想。

在同月召开的全国特派员会议上，项英指出，“从全总一直到下面，都是没有很好注意这一工作，

虽然五次劳大对此工作曾有详细的规定，我们又另外规定了有苏维埃区域的工会工作大纲，但我

们在工作上是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现在全国只有浏阳和崇明等地方有雇工工会的组织”[15]553。

同年 6 月，全总在给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在第五次大会后，才注意到雇农工会工作

的发展，“但目前组织还很狭小”。江苏崇明有一雇工工会，人数 300 人；江苏邳县雇工工会，

人数 500 人；四川川东有一雇工工会，人数 200 人。苏维埃区域的相关工作也不充分。全国共有

会员 6670 人 [20]77。这种状况引起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不满。8 月，赤色职工国际五大通过决议，尖

锐地批评道，“雇农工会的组织，是恶劣得不可宽恕……在苏维埃区域内，雇农工会的组织也是

异常的微弱”[20]276，因此，全总“必须组织雇农工会”[20]283。10 月，全总常委扩大会议指出，“乡

村工人工作，仍未有计划的开始工作”，并认为，其组织的发展与扩大意义重大，是“领导农民

斗争的有力领导者”“动员军阀后方的有力的组织”“影响和煽动革命士兵哗变的有力组织”[20]223-236。

12 月，全总通过决议表示，“毫无犹豫的完全接受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并提出“放在我们

面前的迫切任务，便是发动城市和乡村中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20]273。

1930 年 7 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指出，“苏维埃区域里土地

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的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工会的任务联系着”[21]586。同年 8 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决议中指出，党应加强苏维埃、乡村雇农工会

等群众团体建设，这些团体“应当有党对于群众的牵动作用”[21]606。在《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

中的任务》提纲草案中提出，要把组织雇农工会作为“最主要的而不可诿诸明日的任务”[21]615。在《关

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建设条例》中提出，苏维埃“必须依据工人、雇农、苦力与

乡村贫民等组织，与他们发生经常的联系与经常的合作” [21]619，党必须通过党团使无产阶级与农

民的群众组织形成革命合力。《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在乡村中的基本组织任务，

是组织雇农、苦力工会及贫民会” [21]622，要通过这些团体接近苦力、雇农和工人群众。10 月，共

产国际远东局斯托利亚尔在给全总党团的信中也指出，工会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组织农

业工人的工作一点儿也没有做”，应立即向苏区派出工会组织者，建立农业工人工会是“一项刻

不容缓的任务” [22]382-383。

这一时期，由于大革命失败，中共进入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自

身的行动逻辑与合法性。共产国际的系列指示为中共在农村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有效地推进了

雇农工会的发展。雇农进一步进入中共的决策视野并占据重要地位，“雇农工会”成为实现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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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化的载体，并成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为了促进雇农工会的发展，中国工会形成了一系列具

体制度文件。这些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苏区革命斗争，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锻炼了

一大批工会干部。

三、快速发展与消亡期

（一）共产国际推动下雇农工会发展的新机遇

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给中共带来了压力，也给雇农工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共要求全

面加强雇农工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通

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 “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纠正过去的错误，

“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 [21]292。《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会运动“完全

是一个新的问题”，“党和工会过去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的注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21]348。

党和全总“应当派出大批的工会干部，到苏维埃区域去领导工会运动”[21]349。在“雇农工会问题”

部分指出，雇农工会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组织和领导“更加成为

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开展相关工作是“再也不能迟缓的了”，“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21]350。“新

问题”“中心问题”“派出干部”等成为新形势下中共的工作要求，雇农工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中共的政治要求随即进入全总的工作体系。1930 年 10 月，全总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目前政治

形势与工会任务决议案》，指出工会在农村中“最重要一个任务，就是将乡村中工人阶级之一部

的雇工工人组织起来，建立独立雇工工会”，五次劳大虽有决定，“可是在全总及全国各地赤色

工会都没有积极的去注意这一问题”，选派干部去乡村“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雇工工会在

土地革命中以及反富农斗争中取得领导地位”[20]193。《组织决议案》指出，“应在苏维埃区域，

立即成立全总执行局，派全总执行委员去支持，统一并巩固苏维埃区的工会，与全总真正发生组

织上指导上的关系”[20]197。针对“乡村工人工会的组织问题”，决议认为，乡村工人“是土地革

命最坚决的执行者”，“乡村工人工会应当与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建立很密切的关系”，“要使

无产阶级能够真正起领导作用，首先要注意工人的组织……加紧苏维埃区域的乡村工人组织”[20]202。

1930 年 11 月，《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指出，赤色工会的组织都普遍建立起来了，雇农会员

占 70%[23]。可见，雇农工会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

在各地革命经验与实践基础上，中共逐渐明晰了苏区的工作思路、内容与方法，形成了苏区

整体工作方略，雇农工会被全面纳入中共工作格局。1930 年 10 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

目前工作计划》对苏区工作进行了全面布局，并对雇农工会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与认识进行了有力

回应。第一，明确了中共、苏维埃与工会的关系，确立了党团制度在苏区的适用性与权威性。“关

于党在苏区的一切政策，必须经过党团的活动，而成为各级苏维埃的施政方针。”[21]438 第二，明

确了雇农工会的工作方向。“雇农在土地分配后，仍旧继续做雇农的，不但党应当组织他们的雇

农工会，并且政府对于他们要实行劳动的保护，赞助他们的斗争”[21]445，“在苏区的群众组织问

题中最中心的是如何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与无产阶级和乡村贫农的结合；这里，首先就需要

注意到苏区城镇工人乡村手工业工人苦力的工会的组织，雇农工会的发展以及贫农团的创立”。

第三，明确了雇农工会的作用和地位。从目前的情况看，“苏区中工人的组织如此薄弱”，这会

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影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使党浸化到农民意识中 [21]451。在当前形势下，

要重视雇农工会工作，因为雇农工会“应该是无产阶级在现时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之

一……现在是反富农斗争的柱石，在将来革命转变时，它将要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社

会力量”[21]453。

根据中共会议精神，全总在 1929 年底发布的《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大纲》的基础上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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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作计划。1930 年 1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计划大纲》提出，在

苏区设立全总执行局，把组织雇农工会列为苏区工会运动六项中心工作之一，坚决反对“轻视雇

农，或分配了土地之后，便没有了雇农，及立即实行集体农场，制造新的雇农”等错误观念 [20]290。

1931 年初，全总苏区执行局成立，下设雇工部指导各地开展工作。

在全总持续推进雇农工会工作的过程中，中共对全总的工作指示没有停止。中共聚焦苏区工

会的建设问题，从工会干部培养、组织发展、组织原则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1931 年 11 月，《中

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训练大批的工会干部，尤其注意雇农工会的组织和建立”[24]523。

同月，中央苏区一大通过的《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指出，只有充分地去发展工会运动，特别是“雇

农工会的建立和健全，使工会运动成为苏区一切群众运动和苏维埃运动中的核心，才是实际的去

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运动中的领导权”[25]。同年 12 月，《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

的工作决议》进一步指出，应按产业原则组织雇农工会等并形成从上而下的组织体系 [24]565。此时，

苏区雇农工会与产业工会支部的工会会员已超过十万人。

中共与全总的这些工作并未完全得到职工国际认可，雇农工会的组建与职工国际的要求仍有

差距。1931 年 12 月，职工国际执行部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国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任务》，认为 “有

许多苏区中的工人还没有组织进阶级工会中去”，农村工人工会“将是澈底的坚决的实现土地革

命最可靠的保证” [24]824。

此后，中共与全总结合实际情况加速推进雇农工会工作。第一，加快雇农工会组织建设与会

员发展。1932 年 2—3 月，福建省雇农工会、江西省雇农工会、湘鄂赣省雇农总工会相继成立。同

年 4 月，湘赣省总工会成立，会员共计 2.7 万人，其中雇农占 20% 左右 [1]313。1933 年 4 月，中国

农业工人工会（又称“中国雇农工会”）成立。第二，加快工会制度建设，形成雇农工会章程。

1932 年 3 月，《全总苏区执行局雇农工会章程草案》对“会员”“组织”“代表会与执行委员会”

等进行了规定 [26]227。第三，批判取消观念，强调雇农工作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32 年 3 月，

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 “坚决排斥对于雇农的取消观念”[26]238，“在

农村中要以雇农工人为主体，巩固工农的联盟”[26]243。《雇农问题决议案》指出，“雇农工会运

动是目前苏维埃区域的中心工作之一” [26]249，要通过加强无产阶级对土地革命的领导、雇农的日

常斗争等推进雇农工会组建工作。

（二）纠正雇农工会发展中的错误观念——“取消雇农工会”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推进，农村革命取得了很大成果，广大雇农得到了土地。于是，在一些

干部中出现了“土地分了用不着组织农村工会”，“不再需要雇农工会”等取消主义观念。1930
年 7 月，《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反映存在“土地平均那里还有雇农”

这样的问题 [27]。这些认识在苏区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产生了解散、取消雇农工会的倾向，

作为革命阶级组织的雇农工会出现了松动危险。

中共敏锐地觉察到这些认知带来的后果，要求各地积极改正。1931 年 3 月，《中央给湘鄂西

特委信》指出，“雇农分了土地后便没有雇农了”是错误的 [26]170，并要求“不论他现在是否分得土地，

都应要他加入工会” [24]179。1932 年 8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苏区职工运动致全体同志信》中严

厉批评，“雇农工会情形更是恶劣”，“雇农分了田”“没有斗争对象”的机会主义理论仍然普

遍存在 [28]。事实上，自 1929 年起，红色刊物《红旗》《劳动》等就开始发文介绍雇农工会的情况。

1929 年 9 月，《红旗》第 46 期发表澎湃撰写的《雇农工作大纲》，对雇农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分析。第一，明确了雇农的性质，雇农的“经济关系与生活，决定了他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第二，

提出了雇农斗争的条件，雇农要结合在工人阶级的堡垒，受产业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在农村中的

一般斗争中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第三，分析了雇农特性，主要包括：他是无产者，对革命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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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比较有阶级意识；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特别要求；比较没有地方主

义和封建思想。这使得雇农最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第四，提出雇农的组织方式。雇农应独立组

织工会。第五，注重雇农的教育训练。要帮助雇农的宣传和教育训练工作，提高雇农的无产阶级

意识，使雇农在农民运动中起领导作用 [8]335-339。1930 年 5 月，《劳动》第 31 期和 37 期分别发表《列

宁论建立农村工人工会的必要》《论建立俄国农村工人工会的必要》等文章指出，建立工会是“一

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党的任务是“始终不渝地争取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实

现这种主张正是工会应该做的事情”。城市工人可以通过派遣鼓动员和组织者到农村建立农业工

人工会。同月，《红旗》第 102 期发表《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第 114 期发文《完县雇农

的生活及其斗争》介绍河北完县雇农的斗争纲领、生活及其斗争情况。这些内容把理论分析与实

践典型相结合，有力地纠正了雇农工会工作中的偏差，推进了雇农工会的发展。

为了更全面纠正苏区工会运动中的对会员身份的错误认识与做法，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

理撰写理论文章指导雇农工会工作。1932 年 4 月，刘少奇在《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中针对

“雇农分得土地以后是否应退出工会”的问题明确指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

的雇农应加入工会。同年 9 月，全总在《为工会会员问题给各苏区工会信》中批判了“取消苏区

的雇农工会” “反对雇农及农村的工人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等错误观点 [20]537。10 月，刘少奇

在《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并驳锹同志》中重申“雇农苦力等在分得土地后应吸收加入工会”，

并强调这不仅不会减弱雇农的革命性，使其丧失原来的阶级地位，还会把其革命积极性“提到最

高限度”[29]145。同时，他引用国际雇农委员会的决议，认为雇农工会“还要制定关于重新分配土

地的要求纲领”[29]148。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苏区工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34 年 3 月，全

总在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中表示，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有 95% 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中央苏区

会员数为 14 万人，苏区会员人数达到 25 万人 [22]624。

（三）革命形势使雇农工会再次发展、兴盛甚至消亡

苏区时期雇农工会的发展、消亡与革命形势密切相关。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

失守与主力红军长征，苏区的雇农工会多随之解散或停止活动，雇农工会发展进入低潮期。例如：

福建省雇农工会 1934 年 10 月解散，湘赣省总工会 1934 年 8 月停止活动，川陕苏区总工会 1935
年 3 月停止活动。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领导下，陆续建立了晋察冀、

陕北等抗日根据地。由于根据地多处于山区农村，仍以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为主，基本没有近代工业，

因此，苏区时期的雇农工会经验得以传承，雇农历史性地再次成为工会的主要发展对象，并进一

步检验了苏区经验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第一，加强理论研究与阐释，及时回应实践困惑。刘少奇结合工会实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

雇农工会的核心问题。一是阐明雇农工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性质与地位，回答了“雇农工会是什么”

的问题。1935 年 11 月，刘少奇在《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中指出，“雇农与乡村

中的手工业工人，是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是党的路线在乡村中最可靠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与执行

者”[29]186。二是分析雇农群体力量以及组织化形式，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1938 年 2 月，刘

少奇在《工会工作大纲》中指出，组织工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的环

境与条件来确定，在华北应成立农村工人工会 [29]235-238。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有序开展建章立制、建会入会等基础工作。1936 年 9 月，《陕甘省雇

农工会简章及斗争纲领》发布。1938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农业工人工会章程》发布。经过努力，

边区工会会员与组织系统都得到发展，同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边区的工会会员“现在有三万以上”，

“加入工会的工人成分，农业工人要占百分之六十五”[30]。1939 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国职工运



郭宇强： 中国雇农工会的发展与演变

· 37 ·

动简史》中指出，“在江西、四川、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工人都有工会的组织，主要的是农

村雇农工会”。在苏区，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大约有 40 多万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全

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省工会、乡工会、农村支部等 [29]300-301。1945 年，雇农工会会员已占抗日根据

地工会会员总数的 55% 以上。

这一时期，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会持续推进雇农工会的组建工作，全力扩大中共在农村的无

产阶级基础，苏维埃建设与土地革命取得丰硕成果，革命自主性逐步增强。同时，从理论上驳斥

了针对会员身份的错误认识与做法，并以更优化的制度推进雇农工会工作深入发展。抗日战争爆

发后，苏区时期的雇农工会经验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传承，雇农工会重新焕发了活力，在抗日战

争与解放战争中广泛开展工会组建、革命生产、支前拥军等活动，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广大雇农都分了土地，中共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农

村转向城市，中共与工会带着丰富的农村工会工作经验进入城市体系，着手为新生的政权做准备，

组织雇农工会已无必要。自 1948 年初，不再组织雇农工会 [1]39。至此，雇农工会作为中国革命中

一种特殊而又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组织形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四、结论与启示

雇农工会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伟大的组织化尝试。在城市与农村两个场域、工人与

农民两个群体的差异下，中共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高超的动员能力，并通过工会这一重要组

织载体，推进了革命向纵深发展。农村雇农工会工作与城市工会工作构成了中共领导下工会工作

的“一体两面”，奠定了中国工会未来发展的结构框架。梳理雇农工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与启示。

第一，雇农工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紧迫性。大革命失

败给中共带来严重损失，城市基层组织破坏殆尽，中共被迫离开城市进入农村。这在客观上加速

了中共对农民的组织化进程，为雇农工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二是苏俄影响的外在性。共产国际、

赤色职工国际成为列宁主义输入中国、影响中共的重要载体，其在理论建构、形势分析、工作策

略等方面给予了多种支持。三是中共内生的自主性。中共通过工会组织形式重构农民阶级，通过

理念输出形成具象化的组织目标与价值倡导，通过制度创新与群众方法扩大阶级群体，将马克思

所说的“同名简单相加形成的”“一个个马铃薯”整合成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中共的

嵌入型自主性激活了农民潜在的革命性，农民最终成为显性的革命力量。

第二，雇农工会的发展构建了工会的三维合法性基础。一是意识形态合法性。马克思经典作

家关于农业无产阶级的思想为雇农工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之源。恩格斯指出，唤起农业工人参加

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31]。列宁指出，绝大多数做雇工的农民是农村中的

无产阶级 [32]。中共明确了农村中雇农的无产阶级身份，从理论上构建了阶级话语的正当性，阐释

了自身的组织定位与价值体系的正统性，稳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党之基。二是组织形态合法性。

在中共执政地区，中共通过工会重构农村组织体系与社会秩序，原有的封建宗族关系网络迅速瓦解，

“国家—乡绅—农民”模式被打破，形成了“党—工会（雇农工会）—农民（雇农）”新型组织模式，

在群体重构中建立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三是革命行动合法性。中共把农民的经济状况及其对土地

的利益关切作为革命工作的原点，采取群众方式开展动员，形成了价值认同与情感共振，提升了

中共的动员效率。

第三，雇农工会的发展历程带来新启示。在中共的领导下，雇农的组织化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给当前的工会工作特别是新业态领域工会工作带来新启示。一是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找准工会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将党的使命任务转化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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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工会工作举措，团结带领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二是强化工会理论研究与创新。注重研究

的前瞻性，聚焦会员身份、建会入会、关系认定、集体协商、民主管理、国际劳工治理等重点领域，

形成科学的理论阐释，解决干部职工的思想困惑，加强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提高工会工作的法

治化水平。三是聚焦职工需求。立足时代主题，以职工需求为中心完善工会维权服务体系，在实

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中提高工会的组织力、引领力与服务力。四是创新工作方式。

主动“到职工中去”，走进其工作场所、生活空间与情感世界，以服务在场、优质体验等提升工

会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工运史大辞典》编写组 . 工运史大辞典 [M]. 北京 : 劳动人事出版社 , 1990.
[2] 唐正芒 . 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雇农工会 [J]. 党的文献 , 2007(6): 63-67.
[3] 何友良 . 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 [M].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 1996: 124-138.
[4] 庞振宇 . 苏维埃时期中共群团理论与实践研究 [M].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21: 211-244.
[5] 陈独秀 . 陈独秀文集：第 2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3.
[6] 邓中夏 . 邓中夏全集：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4: 346.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 .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1.
[8] 澎湃 . 澎湃文集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3.
[9] 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1: 9.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 2 卷 [M]. 北京 : 中央

文献出版社 , 2002:170.
[11] 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 — 一九二五）：第 1 册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89.
[1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3: 174.
[13] 中共中央组织部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央档案馆 .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8 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2000.
[14] 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八）：第 4 册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89.
[15]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 .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 2 册 [M].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 1958.
[16] 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九）：第 5 册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89.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第 12 卷 [M]. 北京 : 中央

文献出版社 , 2002: 56.
[18] 邓子恢 .  邓子恢文集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6: 21.
[19]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 .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 [M].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 1984.
[20]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 .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 3 册 [M].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 1958.
[21] 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第 6 册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 9 卷 [M]. 北京 : 中央文献

研究出版社 , 2002.
[2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 2 册 [M].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1989: 145.
[24] 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 7 册 [M].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89.
[25]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 .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 • 党的

系统：第 3 册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11: 1860.
[26] 江西省总工会 , 江西省档案馆 .  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 [M].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86.
[27] 江西省档案馆 ,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册 [M].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82: 249.
[28] 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二）：第 8 册 [M] .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89: 447.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中华全国总工会 .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88.
[30] 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 [M].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 1986: 152.
[31]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61: 454-455.
[32] 列宁 . 列宁全集：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4: 97.

（下转第110页）


